壹、「穎悟」與「篤實」──朱熹論孔門弟子
顏生躬四勿，曾子日三省；《中庸》首謹獨，衣錦思尚絅。偉哉鄒孟氏，雄辨極馳騁；操存一言要，為爾挈裘領。丹青著明法，今古垂煥炳。何事千載餘，無人踐斯境？──〈齋居感興〉二十首之十三[footnoteRef:1] [1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（臺北市：德富文教基金會，2000年2月）冊1，卷4，頁149。] 


一、前言
朱熹是宋代學術發展最重要的人物，所謂「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，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」[footnoteRef:2]，標舉理學的精神，開示儒學宏規，建構經學新典範，撰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深具意義。只是言約意贍，難詳大義，於是補作者有之，攻詰者有之，四書詮釋差異，牽動不同時代學術風潮，影響深遠。後人辨析得失，分判是非，已屬難事，加上朱熹時時修訂，反覆改易，關乎不同義理進程，隱微之間，推究更是困難。此一問題成為了解朱熹學術最大的障礙，也是宋元以來學術紛擾不定的癥結所在，所幸晚近學者深有著力，對於朱熹事蹟詳加考訂，釐清以往模糊之處，得見一生堅持的目標與方向[footnoteRef:3]，提醒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必須以「動態」方式看待，義理蘊釀，遂有更為清楚的方向。 [2:  玄燁撰 〈朱子全書序〉，朱傑人等主編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市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第27冊，頁845。]  [3:  束景南先生先後完成《朱熹佚文輯考》（南京市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12月）、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（上海市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9月）、《朱子大傳》（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4月）等一系列之作，參覈比對，考訂既詳，朱熹一生論辯不懈，從大大小小的學術論戰中，思索奮進，集理學之大成，終於有較為清楚的面貌。] 

筆者檢閱《朱子文集》、《朱子語類》，按覈《論孟精義》、《四書或問》，推究朱熹用意所在，草撰〈道統的建構──重論朱熹四書編次〉一文[footnoteRef:4]，釐清四書編次問題，了解朱熹重構經學「典範」的思考，朱熹題稱雖不統一，但大抵而言，仍有其方向，不論是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，抑或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朱熹顯然具有「進程」與「道統」兩種不同的思維面向，只是後人或因篇幅，或依難易，各有取用[footnoteRef:5]，遂使朱熹原本用意，隱而不彰。但不論是「進程」，抑或「道統」，四書以《大學》為先，則無疑義，《朱子語類》載徐寓所錄： [4:  拙撰 〈道統的建構──重論朱熹四書編次〉，《東華中文學報》第三期（2005年5月），頁221-251。]  [5:  按：真德秀《四書集編》、趙順孫《四書纂疏》、胡炳文《四書通》、詹道傳《四書纂箋》、蔡清《四書蒙引》、呂柟《四書因問》等，乃是依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方式安排，紀昀奉敕纂《四書全書總目》（臺北市，臺灣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1971年7月）卷三十五〈四書類〉「《大學章句》一卷《論語集註》十卷《孟子集註》七卷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」提要云：「書肆刊本，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篇頁無多，併為一冊，遂移《中庸》於《論語》前。」頁721。其中排序，乃是因篇幅大小。至於清末光緒「欽定學堂章程」規定之研習順序，則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為序，以切近淺易的內容為先，有關學理精義者為後，強調從日常生活，為人處世中著手，漸次而進。見張百熙撰 《欽定學堂章程》（臺北市：文海出版社，1986年）「欽定蒙學堂章程」頁8-11。] 

某要人先讀《大學》，以定其規模，次讀《論語》，以立其根本；次讀《孟子》，以觀其發越；次讀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處。《大學》一篇有等級次第，易曉，宜先看。《論語》卻實，但言語散見，初看亦難。《孟子》有感激興發人心處。《中庸》亦難讀，看三書後，方宜讀之。[footnoteRef:6] [6:  黎靖德編 《朱子語類》（臺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1986年12月）卷十四「綱領」，頁249。] 

其他所錄，有稱為「大坯模」、「田契」，有言為「行程曆」、「間架」、「腔子」等，推究其意，不外乎是以《大學》作為四書基礎，主張明確。朱熹由《論》、《孟》而及於《學》、《庸》，完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[footnoteRef:7]，然而朱熹逐步完成四書義理體系時，融鑄淬煉，遂有不同的思考[footnoteRef:8]，朱熹〈林擇之八〉一文，可以發覺其中線索，云： [7:  陳鐵凡撰 〈四書章句集注考源〉 收入錢穆等撰《論孟論文集》（臺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82年10月），頁35。]  [8:  按：乾道八年（西元一一七二年）朱熹即與張栻、呂祖謙討論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章句內容，淳熙元年（西元一一七四）完成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章次之分，淳熙四年（西元一一七七年）正式完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、《四書或問》，前人誤據〈大學章句序〉、〈中庸章句序〉內容，以為晚至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才完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詳見束景南撰〈四書集注編輯與刊刻新考〉，收入《朱熹佚文輯考》頁619〜628。] 

《大學》正經云云，亦以意言耳，《傳》中引「曾子曰」知曾氏門人成之也。
〈林擇之十三〉云：
近看《中庸》，於章句文義間，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，極有條理，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，因出己意，去取諸家，定為一書，與向來《大學章句》相似。[footnoteRef:9] [9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《朱子文集》第十冊〈別集〉卷六，頁5223、5226-5227。] 

朱熹分別《大學》經、傳[footnoteRef:10]，鋪排《中庸》撰作線索[footnoteRef:11]，用意在於綰合四書，建構「道統」義理體系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具有統合架構的意義。依陳來《朱子書信編年考證》，兩信繫於乾道九年（1173），應是前年與張栻（1133-1180）、呂祖謙（1137-1181）相互討論之後所衍伸的思考。[footnoteRef:12]綜合意見，朱熹四書已具體系，九月完成〈中庸集解序〉，宣示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宗傳線索，以及北宋周、程獨得其傳的說法，正可與之相互證明。[footnoteRef:13]朱熹建構北宋儒學脈絡，與思考聖人道統線索，兩者同時完成，自此朱熹標舉儒學「道統」，對於重構經典工作更具自信。此乃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極為特殊之處，也是了解朱熹學術的關鍵所在，清代陸隴其（1630-1692）《松陽講義》云：「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；非朱子之意，即非聖人之意，斷斷不可錯認了。」[footnoteRef:14]將朱熹等同於聖人，說法或許有待深究，但朱熹一生以聖人為依歸，則無可疑。只是孔子學術宏富龐大，後人說法紛擾不定，唯有從孔門弟子入手，方能一究傳法系譜，此一路徑，正是宋儒關注所在，誠如牟宗三先生論新儒學（Neo-Confucianism）之為「新」，乃是對先秦齊頭並列，並無一確定傳法統系，確定出一個統系，藉以決定儒家生命之基本方向，因而為新；也是直接以孔子為標準，相對於漢人以傳經為儒之為新。[footnoteRef:15]精準扼要的觀察，提示宋儒學術生命之所趨，具有開新之意義，北宋諸儒尋求孔、顏樂處[footnoteRef:16]，乃是此一氛圍下開展的思考，朱熹對於孔門系譜重新檢討，正是接續此一學術思潮的結果。推究孔子學術的究竟，不同以往的角度，開展新的觀察，饒富學術發展意義，回應儒學系統的分歧，反映於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當中，展現不同以往的詮釋樣貌，朱熹深刻的思考，有待梳理而出。 [10:  朱熹撰《大學章句》云：「古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」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。]  [11:  朱熹撰 〈中庸章句序〉云：「《中庸》何為而作也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……若吾夫子，則雖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繼往聖、開來學，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然當是時，見而知之者，惟顏氏、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，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，……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，為能推明是書，以承先聖之統，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。」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4-15。]  [12:  參見束景南撰 《朱熹年譜長編》乾道八年（1172）十二月「《大學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草成，寄張栻、呂祖謙討論」一條所考。頁479。張栻代表湖湘之學，呂祖謙為婺學中心，兩人皆為世家，上承二程之傳，學具淵源，參見陳谷嘉撰 《張栻與湖湘學派研究》（長沙市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，頁1。姚紅撰 《宋代東萊呂氏家族及其文獻考論》（北京市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12月），頁197-199。]  [13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，第八冊，卷七十五〈中庸集解序〉，頁3791-3792。]  [14:  陸隴其撰 《松陽講義》（北京市：華夏出版社，2013年1月）卷之一，頁4。 ]  [15:  牟宗三撰 《心體與性體》（一）（臺北市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6年2月）第一部「綜論」，頁13。]  [16: 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《宋元學案》（臺北市：華世出版社，1987年9月）卷十三「明道學案上」，頁559。] 


二、「貶抑聖門」辨
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對於孔門弟子過分的批評，前人早有發覺，毛奇齡（1623-1716）撰《四書改錯》，即列「貶抑聖門錯」一門，針對朱熹注解偏頗之處，舉出四十七條，提出批判。[footnoteRef:17]部分涉及孔子言論，或是心性觀點的分歧，由於詮釋角度的不同，立場有異，或可暫且不論，但其他絕大多數，乃是朱熹有意無意，對於孔門弟子深加檢討，或是過度引伸，曲解經旨；或是引據其他材料，訴諸刻板印象；甚至並無其他佐證材料，直接推斷弟子有所缺失。凡此有違客觀公允詮釋分際的內容，毛奇齡舉列分析，直指此為「聖門冤獄」[footnoteRef:18]，推究原因，乃是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，聖門無完行矣」。雖然毛氏駁朱學，常有嚴苛之處，但檢覈內容，確實切中《四書章句集注》非常特殊的詮釋樣態，朱熹引據前賢之見，以評論方式來詮釋經旨，明顯以「有罪推定」的方式來檢覈孔子弟子言行，此一情形，反映宋代諸儒講論的習氣，也涉及朱熹撰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潛藏的思維，考察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列舉孔子弟子共計三十一人[footnoteRef:19]，除姓氏相關事蹟說明之外，其他關乎詮釋部分，朱熹往往有其預設立場，撮舉其要： [17:  毛奇齡撰 張文彬等輯 《四書改錯》（嘉慶十六年學圃重刊本）卷二十，頁1-22。及卷二十一，頁1-18。]  [18:  毛奇齡撰 張文彬等輯 《四書改錯》卷二十一，頁7-8。]  [19:  統計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注解孔門弟子，包括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冉雍、冉求、子路、宰我、子貢、子游、子夏、子張、曾子、澹臺滅明、宓子賤、原憲、公冶長、南宮适、曾點、顏路、高柴、漆雕開、司馬耕、樊遲、有子、公西華、巫馬施、申棖、琴牢、陳亢、孟懿子、孺悲等，共三十一位。朱熹對於孔門弟子不僅是生平的介紹，或是針對經旨的闡發而已，對於其中學養高下，更是多所留意。] 


（一）、對弟子說法的貶抑
◎引謝氏曰：「子路雖非有欲心者，然未能無固必也，至以行三軍為問，則其論益卑矣。」（〈述而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，固失之過；而子貢矯子成之弊，又無本末輕重之差，胥失之矣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貢之問每下，故夫子以是警之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◎引吳氏曰：「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，其流之弊，將或至於廢學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後為無弊也。」（〈學而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，特以廣司馬牛之意，意圓而語滯者也，惟聖人則無此病矣。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，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，是以不能踐其言爾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夏之言迫狹，子張譏之是也。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
（二）、對弟子言行的批評
◎引范氏曰：「子貢以貨殖為心，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。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，非窮理樂天者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……畫而不進，則日退而已矣，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人而欺天，莫大之罪。引以自歸，其責子路深矣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曾子將死，起而易簀。……子路欲尊夫子，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，是以陷於行詐，罪至欺天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非知至而意誠，則用智自私，不知行其所無事，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。其子路之謂乎？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林氏曰：「公西華受五秉之粟，是傷廉也；冉子與之，是傷惠也；子路之死於衛，是傷勇也。」（《孟子．離婁下》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子貢之患，非言之艱而行之艱，故告之以此。」（〈為政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（子張）謂習於容止，少誠實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張行過高，而少誠實惻怛之意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夫子以牛多言而躁，故告之以此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，牛之易其言可知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，然聖人之言，亦止此為是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愚謂牛之為人如此，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，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，則以彼之躁，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，而終無自以入德矣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
（三）、對弟子仕宦的褒貶
◎引程子曰：「仲尼之門，能不仕大夫之家者，閔子、曾子數人而已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謝氏曰：「……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？如由也不得其死，求也為季氏附益，夫豈其本心哉？蓋既無先見之知，又無克亂之才故也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冉有以政事之才，施於季氏，故為不善至於如此。由其心術不明，不能反求諸身，而以仕為急故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子路片言可以折獄，而不知以禮遜為國，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夫子告之之詳如此，而子路終不喻也。故事輒不去，卒死其難。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，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犯非子路之所難也，而以不欺為難。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。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。」（〈為政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張學干祿，故告之以此，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，若顏閔則無此問矣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雖子張之賢，猶以干祿為問，況其下者乎？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張少仁。無誠心愛民，則必倦而不盡心，故告之以此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張問政，子曰：『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』子夏問政，子曰：『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』子張常過高而未仁，子夏之病常在近小，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憲之狷介，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，固知之矣；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，則未必知也。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路等所見者小，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，是以哂之。……」又曰：「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，故夫子不取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謝氏曰：「開之學無可考。然聖人使之仕，必其材可以仕矣。至於心術之微，則一毫不自得，不害其為未信。此聖人所不能知，而開自知之。其材可以仕，而其器不安於小成，他日所就，其可量乎？夫子所以說之也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
（四）、對質性不佳的推斷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，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。各因其材之高下，與其所失而告之，故不同也。」（〈為政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孔子之道……若顏子則便默識，其它則未免疑問，故曰：『小子何述』。」（〈陽貨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子路勇於義，故謂其能從己，皆假設之言耳。……故夫子美其勇，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，以適於義也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子路剛強，有不得其死之理，故因以戒之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《家語》云：『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殺伐之聲。』蓋其氣質剛勇，而不足於中和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張敬夫曰：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則於所當為，不患其不能為矣；特患為之之意或過，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。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，不患其不稟命也；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，而為之不勇耳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吳氏曰：「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，故以此告之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切切，懇到也。偲偲，詳勉也。怡怡，和悅也。皆子路所不足，故告之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宰予不能以志帥氣，居然而倦。是宴安之氣勝，儆戒之志惰也。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，勤勵不息自強，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宰我信道不篤，而憂為仁之陷害，故有此問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呂氏曰：「子貢有志於仁，徒事高遠，未知其方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蓋在孔門，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，故特語以發之。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。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引謝氏曰：「子夏文學雖有餘，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，故夫子語之以此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夏篤信謹守，而規模狹隘，故常不及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聞之師曰：「子張未識仁體，而悅於苟難，遂以小者信其大者，夫子之不許也宜哉？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張才高意廣，而好為苟難，故常過中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為仁矣。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，故告之如此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張務外，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。故反詰之，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子張之學，病在乎不務實。故孔子告之，皆篤實之事，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孔子之於曾子，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，曾子復深諭之曰『唯』。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，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。二子所學之淺深，於此可見。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五者之目，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。」（〈陽貨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子路勇於為善，其失之者，未能好學以明之也，故告之以此。曰勇、曰剛、曰信、曰直，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」（〈陽貨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，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樊遲麤鄙近利，故告之以此，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樊須游聖人之門，而問稼圃，志則陋矣，辭而辟之可也。」（〈子路篇〉）

（五）、未明理由的批判
◎朱注：「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（※分類之中，依弟子為次）
以上所列，未敢言其周詳，但已可略見朱熹詮釋方式，引錄內容，多數屬於前賢意見，但如果了解朱熹撰作習慣，朱熹以「述」代「作」，前儒說法，個人體會，早已融鑄一體，無法截然分別。[footnoteRef:20]檢討其中，朱熹延伸闡釋經旨，《論語》原本就有孔子檢討弟子言行，期許改正缺失的言論；另一方面，弟子之間也常有相互切磋，期勉以德的情況，孔門之間，以道相尚，乃是極為平常之事，朱熹留意其中，批評弟子言行有失，詮釋尚不失分寸。但無可諱言，《論語》當中也有申明普世價值，提供共同原則的情形，一概視為「發其病而藥之」，難免有超乎詮釋分際的論斷。追究原因，朱熹檢討孔門弟子德行，一方面可能出於宋儒講論習氣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朱熹有意無意之間，特意區分道德高下的結果，所以在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中，冉求（前522-？）「心術不明」、「逡巡畏縮」，子路（前542-前480）「行詐欺天」、「剛強，有不得其死之理」、子貢（前520-前446）「徒事高遠」、「以貨殖為心」、子夏（前507-？）「規模狹隘」、「病常在近小」、子張（前503-？）「少誠實」、「不務實」、「無誠心愛民」、「外有餘而內不足」、「過高而未仁」、司馬耕「多言而躁」、樊遲「麤鄙近利」、「志則陋矣」等，諸多批判性字眼，強化後人對孔子弟子不佳的刻板印象。分析其中，對於弟子仕宦的質疑，或許來自儒家一貫以民為本的重德主張，難免要求較多，對於出仕進退之際，有更高的期許，所以對於不仕於大夫之家者，如閔子、曾子（前505-前435）等人，深致詠嘆，至於子路、冉求（前522-？）仕於季氏，則是多所批評，子張學干祿，更是成為批判的對象。至於對弟子言行之間，以及質性的檢討，則是出於區隔孔子與弟子應有高下之分的原則，以及弟子之間相互比較的結果，所以其中的詮釋一偏，也就有以批判取代說明的情況，以《論語．學而篇》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」一章，朱熹引吳氏曰：「其流之弊，將或至於廢學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後為無弊也。」[footnoteRef:21]分別之意，十分清楚，凸顯孔子學術之崇高，原即為詮釋者努力的方向，也是注家應守的本分，朱熹於此多所著力，本無可厚非，但必須勉力於弟子言論中，尋求不及孔子之處，則不免流苛細。再者，針對孔子對於弟子言行的提示，配合孔子「因材施教」的觀點，於是凡其所言皆為弟子缺失，也自然形成偏頗的詮釋，例如《論語．陽貨篇》「六言六蔽」章，朱熹引范氏曰：「曰勇、曰剛、曰信、曰直，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」[footnoteRef:22]，針對子路過於剛直的調整，說解尚不失分際；但如果詮釋一偏，過執「發其病而藥之」的觀點，一切以因其失而告之的角度來思考，說法不免過於嚴苛，以《論語．陽貨篇》「子張問仁」，孔子言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」一章為例，朱熹注：「五者之目，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。」[footnoteRef:23]其實五者之目，孰可言足，孔子申明仁者道德恢宏，原非人人可及，但朱熹的注解，卻讓人以為子張質性不佳，以《韓非子．顯學篇》「儒分為八」之目，子張列居其首[footnoteRef:24]，傳續儒學，未可言其無功，但朱熹詮釋卻是貶抑為多。對於孔門弟子的考察，或可溯自王充（27-97）《論衡．問孔篇》對於「孔門之徒，七十子之才，勝今之儒」這個命題的檢討[footnoteRef:25]，只是王充用意在於強調古今智慧無異，但宋儒似乎將此推之更過，刻意分出孔子與門人的差異，使孔子弟子德行成為討論的焦點，於是孔子弟子當中，子路勇而無禮，宰我昏惰，子張不務實，樊遲志陋粗鄙，形成後人深刻印象。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呈現孔門當中一個特殊的歷史圖像，孔子仁德為聖，群弟子卻是仁德有缺，儒學傳衍有一個空缺的發展，此為經典詮釋問題，卻形成宋人形塑孔子聖人形象之餘，一個少人注意，卻又十分特殊的詮釋情況，或許出於「因材施教」觀點的過度推衍，宋儒努力於孔門當中，尋求弟子的缺失，然而更深一層觀察，朱熹對於孔子之後儒學發展，有一個全新的了解，關乎儒學傳續問題，才是值得注意之處。 [20:  參見筆者與黃瀚儀合撰〈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3期（2005年6月），頁176-178。]  [2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一〈學而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50。]  [2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九〈陽貨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78。]  [23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九〈陽貨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77。]  [24:  王先慎撰 《韓非子集解》（臺北市：世界書局新編《諸子集成》本，1983年4月）卷十九〈顯學篇〉，頁351。]  [25:  王充撰 《論衡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新編《諸子集成》本，1983年4月）〈問孔篇〉，頁86。] 


三、孔門二系與「道統」之傳
考察朱熹的詮釋方式，除了過執「藥病」觀點外，批判孔門弟子尚有十分特殊之處。注解的出現是配合經文本身出現的頻率，次數多寡或許不足以代表詮釋的偏重，但以輯出的內容而言，顏淵（前521-前481）地位明顯凸出於弟子之上，最為特殊，不僅數量多，分量豐，詮釋面相亦最廣，除生平事例的說解外，相關討論，列舉如下：

（一）、彰顯孔子的指引
◎朱注：「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，無窮盡、無方體，而歎之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……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……此顏子學既有得，故述其先難之故、後得之由，而歸功於聖人也。……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顏子於聖人之言，默識而心通，無所疑問。故夫子云然，其辭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夫子之於回，豈真以助我望之。蓋聖人之謙德，又以深贊顏氏云爾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蓋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，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。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問政多矣，惟顏淵告之以此。……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
（二）、與孔子德行相較
◎聞之師曰：「顏子深潛純粹，其於聖人體段已具。其聞夫子之言，默識心融，觸處洞然，自有條理。故終日言，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。及退省其私，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，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，坦然由之而無疑，然後知其不愚也。」（〈為政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夫子安仁，顏淵不違仁，子路求仁。」又曰：「子路、顏淵、孔子之志，皆與物共者也，但有小大之差爾。」又曰：「子路勇於義者，觀其志，豈可以勢利拘之哉？亞於浴沂者也。顏子不自私己，故無伐善；知同於人，故無施勞。其志可謂大矣，然未免出於有意也。至於夫子，則如天地之化工……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此顏子於聖人，未達一閒者也，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……顏子幾於聖人，故亦能之。」（〈述而篇〉）
◎引謝氏曰：「聖人於行藏之間，無意無必。……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。」（〈述而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……大而化之，則非力行所及矣，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，然其為治之法，可得而見矣。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◎引張子曰：「顏子好學不倦，合仁與智，具體聖人，獨未至聖人之止耳。」（《孟子．盡心下》）

（三）、與其他弟子相比
◎朱注：「顏子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見終；子貢推測而知，因此而識彼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友，馬氏以為顏淵是也。顏子之心，惟知義理之無窮，不見物我之有間，故能如此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顏子聞夫子之言，而心解力行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。如萬物得時雨之潤，發榮滋長，何有於惰，此群弟子所不及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愚按：克己復禮，乾道也；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。顏、冉之學，其高下淺深，於此可見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，顏、曾、閔、冉之徒，蓋能之矣。」（〈季氏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孔子之道……若顏子則便默識，其它則未免疑問，故曰『小子何述。』」（〈陽貨篇〉）

（四）、對於德性的稱揚
◎朱注：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，可謂真好學矣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顏子之怒，在物不在己，故不遷。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，不貳過也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如顏子地位，豈有不善？所謂不善，只是微有差失。纔差失便能知之，纔知之便更不萌作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顏子之貧如此，而處之泰然，不以害其樂，故夫子再言『賢哉回也』以深歎美之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顏子之樂，非樂簞瓢陋巷也，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，故夫子稱其賢。」……又曰：「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？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，言其方進而未已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言其近道，又能安貧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胡氏曰：「況顏淵之於孔子，恩義兼盡，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。夫子不幸而遇難，回必捐生以赴之矣。……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顏淵聞夫子之言，則於天理人欲之際，已判然矣，故不復有所疑問，而直請其條目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請事斯語，顏子默識其理，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，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顏子王佐之才，故問治天下之道。曰為邦者，謙辭。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求其志，守其所達之道也。達其道，行其所求之志也。蓋惟伊尹、太公之流，可以當之。當時若顏子，亦庶乎此。」（〈季氏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，則亦能樂顏子之樂；使顏子居禹稷之任，亦能憂禹稷之憂也。」（《孟子．離婁下》）
◎朱注：「舜，知也；顏淵，仁也；子路，勇也。」（《中庸》）

（五）、對於工夫的表彰
◎引程子曰：「學以至乎聖人道也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……若顏子之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不遷怒貳過者，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。然其未至於聖人者，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假之以年，則不日而化矣。今人乃謂聖本生知，非學可至，而所以為學者，不過記誦文辭之間，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。蓋悅之深而力之盡，所見益親，而又無所用其力也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，子曰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』，四者身之用也。由於中而應乎外，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。顏淵事斯語，所以進於聖人。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……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愚按：此章問答，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，非至健不能致其決。故惟顏子得聞之，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。」（〈顏淵篇〉）
◎引楊氏曰：「……顏子居陋巷，不改其樂，苟不當其可，則與楊氏無異。……禹、稷、顏回，易地則皆然，以其有權也；不然，則是亦楊墨而已矣。」（《孟子．盡心上》）
◎朱注：「顏子蓋真知之，故能擇能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，而道之所以明也。」（《中庸》）
孔子與顏淵，情誼既深，顏淵之德，不僅出於孔子本身的稱賞，更有孔門同儕之間的共同推崇，此皆見於《論語》當中，後人自無可疑，甚至於先秦諸子論述中，也隱約可見顏淵傳續孔子之道的描述，先秦時期，顏淵地位已經確立。[footnoteRef:26]孔子與顏淵乃是儒門師生典範，成為後人共同的印象，不過宋儒對此更加發揚，表現更為明顯，諸多稱揚文字，載錄於朱熹注解當中。[footnoteRef:27]分析其中類型，闡發孔子的指引，乃是藉此申明師生情誼，以及孔門以道相尚的精神，表彰孔子與顏淵關係，師生傳授之間，建構儒學理想典範，個性相投，生命相互契合，宋儒並且將孔子與顏淵學行相比，顏淵「好學不倦，合仁與智，具體聖人」[footnoteRef:28]，與孔子是「未達一閒者」[footnoteRef:29]，至於與門人相較，則是「群弟子所不及也」[footnoteRef:30]，顏淵在孔門的地位，獨占鼇頭，於此可見。宋儒甚至直接推斷「夫子不幸而遇難，回必捐生以赴之矣」[footnoteRef:31]，師生情誼深厚至此，成為詠嘆的主題。此一立場，朱熹落實於詮釋當中，凡是孔子對顏淵的指引，朱熹一反「藥病」觀點，有全然不同的說解方式，以問政仕宦而言，對於冉求、子路，朱熹不假辭色，多所批評，對於子張更是言其「未仁」；然而顏淵問「為邦」，朱注卻云：「顏子王佐之才，故問治天下之道。曰為邦者，謙辭。」[footnoteRef:32]詮釋的偏頗，至為明顯。顏淵既無事功，朱熹甚至以比喻方式，云：「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，則亦能樂顏子之樂；使顏子居禹稷之任，亦能憂禹稷之憂也。」[footnoteRef:33]假設性的問題，卻有直截肯定的答案，朱熹推測之辭，顯見其偏愛，顏淵未能行道於天下，卻反而給予宋儒許多的想像空間，「王佐之才」的評價，足見宋儒對於顏淵的推崇。相同情形，以弟子問仁為例，顏淵問仁，朱熹認為孔子所授是「心法切要之言」，而非顏淵於禮有虧。相較之下，仲弓問仁，朱熹認為「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」，「顏、冉之學，其高下淺深，於此可見」[footnoteRef:34]；司馬牛問仁，朱熹更認為「以彼之躁，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，而終無自以入德矣」[footnoteRef:35]，至於「雍也仁而不佞」一章，朱熹更是直接以顏淵作為標準，云： [26:  朱熹撰 《孟子集注》卷三〈公孫丑上〉載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具體而微。」同注11，頁233-234。郭象注 郭慶藩集釋《莊子集釋》（臺北市：世界書局新編《諸子集成》本，1983年4月）〈人間世〉載孔子傳顏淵「心齋」，頁67-68。〈大宗師〉云：「顏回曰：『隋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』仲尼曰：『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，而果其賢乎，丘也請從而後也。』」頁128-129。孟子直接訴求孔子傳道線索，莊子故意顛倒孔子與顏淵傳道關係，「心齋」、「坐忘」皆屬道家關鍵工夫，莊子援取孔子與顏淵的應對情境，應是有取儒家傳道事例，對等比喻，由此可見，孔子傳道顏淵，已是諸子熟知的事例。]  [27:  楊儒賓撰 〈孔顏樂處與曾點情趣〉引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廣記》載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翰建顏樂亭一事，使「顏樂」變成召喚士人的符號。黃俊傑編 《東亞論語學（中國篇）》（臺北市：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9年9月），頁5。]  [28:  朱熹撰 《孟子集注》卷十四〈盡心下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370。]  [29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子罕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2。]  [3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子罕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4。]  [3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先進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28。]  [3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八〈衛靈公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63。]  [33:  朱熹撰 《孟子集注》卷八〈離婁下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99。]  [34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顏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3。]  [35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顏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3。] 

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，何也？曰：仁道至大，非全體而不息者，不足以當之。如顏子亞聖，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；況仲弓雖賢，未及顏子，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。[footnoteRef:36] [36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公冶長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76。] 

於是同樣有關仁德的釐清，孔子也同樣施以教導，但朱熹認為孔門弟子高下有別。朱熹不僅分別其中差異，特意彰顯顏淵得傳之正，甚至以「心法」之稱，引錄程子「視、聽、言、動」四箴，反覆致其詠嘆，叮嚀學者深思玩味，鍾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[footnoteRef:37]朱熹固然以「因材施教」作為詮釋的依據，只是分之過細，說法不同，高下之間，讓人無法揣摩孔子究竟之義，朱熹似乎也發覺此一詮釋困境，所以後文稍作回護，云： [37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顏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2-133。] 

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，亦將無己之可克矣。
蓋聖人之言，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，而皆為入德之要，則又初不異也。讀者其致思焉。[footnoteRef:38] [38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顏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3。] 

孔門弟子之間，孔子言雖有差別，但同樣是切身指點的入德方向，異中有同，朱熹不僅完成顏淵得傳的學術脈絡，也維護孔子言論的嚴正與純粹。事實上，朱熹對於顏淵學術的著力，固然出於《論語》文本的啟發，更是源於北宋諸儒建構儒學主體意識的思考，朱熹引錄諸子言論，即透露此一訊息，如引程子之言，云：
凡看《論語》，非但欲理會文字，須要識得聖賢氣象。[footnoteRef:39] [39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公冶長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83。] 

又曰：「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？」[footnoteRef:40] [4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雍也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87。] 

或曰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六藝，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，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。顏子之所好，果何學歟？」程子曰：「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。」[footnoteRef:41] [4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雍也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84。] 

所謂「氣象」也者，《論語．先進篇》曾點一章，最可玩味[footnoteRef:42]，然而對於詮釋者而言，「氣象」提供過多的詮釋與想像空間，有流於「狂、簡」的疑慮。然而「仲尼顏子樂處」乃是宋儒追尋的一種儒學情懷與內涵的體會，無關乎富貴利祿之享樂，甚至是得君行道的成就，而是回歸於師生之際，獲致純粹學道的快樂，於此不僅符合宋儒艱困成學的普遍經驗，也鼓舞儒者困頓之中對道的堅持，兩者相互影響，意義深鉅。朱熹以「藥病」觀點檢視孔門弟子，釐清弟子的高下，固然顯示其偏頗，然而更深一層的目的，凸顯顏淵在孔門當中的學術地位，高下相形，巧妙的安排，回應北宋儒學之傳的線索，以及道學成立的關鍵，朱熹細密的詮釋思維，於此可見。[footnoteRef:43] [4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先進篇〉云：「曾點之學，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，天理流行，隨處充滿，無少欠闕。故其動靜之際，從容如此。」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0。但按覈黎靖德編 《朱子語類》卷四十「〈先進篇〉下」云：「某嘗說，曾皙不可學。他是偶然見得如此，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，故與之。今人若要學他，便會狂妄了。他父子之學正相反。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，直到那『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』曾子曰：『唯。』方是。……曾皙不曾見他工夫，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。如夫子說：『吾黨之小子狂、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』，這便是狂、簡。如莊、列之徒，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，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。若是不裁，只管聽他恁地，今日也浴沂詠歸，明日也浴沂詠歸，卻做箇甚麼合殺！」頁1032。朱熹固然欣賞曾點氣象，但對於流於「狂、簡」的缺失，也有深有疑慮，就義理而言，朱熹強調由「分殊」以見「理一」，並不認可空懸之境界，相較之下，也就更加看重曾子的工夫進路。]  [43:  按：黃宗羲撰 全祖望補修 《宋元學案》卷十一〈濂溪學案上〉載全氏按語云：「濂溪之門，二程子少嘗遊焉。其後伊洛所得，實不由于濂溪，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，其孫紫微又申言之，汪玉山亦云然。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，並未得與馬、邵之列，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。晦翁、南軒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，自是後世宗之，而疑者亦踵相接焉。」頁480。關乎北宋儒學之傳，歷來爭議多矣，周敦頤是否得列儒傳道之列，乃是對於濂溪之學是否純粹的學術判斷。不過以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引程子言：「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？」則朱熹、張栻援取周敦頤為北宋始得道統的說法，未為無據。朱熹撰〈中庸集解序〉云：「孟子之徒，實受其說，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。……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，始得其所傳之要，以著于篇；河南二程夫子，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，然後其學布于天下。」見《朱子文集》第八冊，卷七十五〈中庸集解序〉，頁3792。脫脫等撰 《宋史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6月）卷四百二十七〈道學傳〉首列周敦頤，亦云：「敦頤每令尋孔、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，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。」頁12712。〈道學傳〉載程頤遊太學，胡瑗問「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」，頁12718。可見此一思索進程，乃是北宋儒者的共同議題，所謂「道學」也者，並非僅是儒學命義的釐清，更在於「聖人氣象」的揣摩，以及對於接續聖人之道的熱切情懷。] 

只是顏淵短命而死，事功未顯，學行之間，有賴宋儒的諸多想像與補充，所謂「深潛純粹」[footnoteRef:44]、「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見終」[footnoteRef:45]、「惟知義理之無窮，不見物我之有間」[footnoteRef:46]、「王佐之才」[footnoteRef:47]，德行才學深厚至此，甚至直言「如顏子地位，豈有不善？」[footnoteRef:48]於此可見宋儒對於顏淵的褒揚與重視。循此方向，朱熹對於孔門弟子學行，也進行進一步的梳理，云： [44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一〈為政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56。]  [45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公冶長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77。]  [46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四〈泰伯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04。]  [47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八〈衛靈公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63。]  [48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雍也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84。] 

蓋孔門自顏子以下，穎悟莫若子貢；自曾子以下，篤實無若子夏。[footnoteRef:49] [49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十〈子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88。] 

孔門弟子，質性不同，「穎悟」與「篤實」兩分，朱熹並且據以說明〈子張篇〉中多記子夏、子貢之言，乃是反映孔門弟子的發展情形，此為孔門分系問題，關乎先秦儒學脈絡的釐清，牽涉既廣，實非本文所能深究，不過以詮釋而言，朱熹論斷並非出於臆測，《論語．衛靈公》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」章，朱熹引尹氏，云：
尹氏曰：「孔子之於曾子，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，曾子復深論之曰『唯』。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，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。二子所學之淺深，於此可見。」愚按：夫子之於子貢，屢有以發之，而他人不與焉。則顏、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，又可見矣。[footnoteRef:50] [5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十五〈衛靈公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61〜162。] 

同樣言及「一以貫之」，宋儒已經留心孔子辭氣的不同，《論語．里仁篇》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」章，孔子對於曾子是直接陳述學術旨趣，曾子不僅心領神會，更據以回答門人「忠恕而已矣」[footnoteRef:51]，至於子貢則是深有提醒，必須從「多學而識之」回歸於「一以貫之」，才是學術之究竟。兩則皆關乎孔子一生學術宗旨，對於了解儒學內涵，深有指標作用，但孔子對於曾子與子貢，說明方式並不相同，直截與轉折之間，其中細節，千載之下已難了解，但朱熹據以分判兩人學術高下，曾子成為孔門「篤實」一系重要弟子，剔除生平事例的說解，朱熹對於曾子學術德行，多所留意，成為注解當中頗為特殊的情形，撮舉其要： [5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二〈里仁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72-73。] 

◎朱注：「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其自治誠切如此，可謂得為學之本矣。」（〈學而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曾子守約，故動必求諸身。」（〈學而篇〉）
◎引謝氏曰：「諸子之學，皆出於聖人，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。獨曾子之學，專用心於內，故傳之無弊，觀於子思、孟子可見矣。惜乎！其嘉言善行，不盡傳於世也。其幸存而未泯者，學者其可不盡心乎！」（〈學而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曾子於其用處，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，但未知其體之一爾。夫子知其真積力久，將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，即應之速而無疑也。」（〈里仁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，故借學者盡己、推己之目以著明之，欲人之易曉也。」（〈里仁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聖人教人各因其才，吾道一以貫之，惟曾子為能達此，孔子所以告之也。曾子告門人曰：『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』，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。《中庸》所謂『忠恕違道不遠』，斯乃下學上達之義。」（〈里仁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仲尼之門，能不仕大夫之家者，閔子、曾子數人而已。」（〈雍也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惟聖人全體渾然，陰陽合德，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。……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者不能也，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。」（〈述而篇〉）
◎引吳氏曰：「君子以下，當自為一章，乃曾子之言也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，不敢毀傷，……曾子以其所保全示門人，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君子保其身以沒，為終其事也，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范氏曰：「身體猶不可虧也，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？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養於中則見於外，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孔子之於曾子，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，曾子復深諭之曰『唯』。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，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。二子所學之淺深，於此可見。」（〈衛靈公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四科乃從夫子於陳、蔡者爾，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。曾子傳道而不與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論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參也竟以魯得之。」又曰：「曾子之學，誠篤而已。聖門學者，聰明才辯，不為不多，而卒傳其道，乃質魯之人爾。故學以誠實為貴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引尹氏曰：「曾子之才魯，故其學也確，所以能深造乎道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真知善惡而成好惡之，顏、曾、閔、冉之徒，蓋能之矣。」（〈季氏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蓋孔門自顏子以下，穎悟莫若子貢；自曾子以下，篤實無若子夏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◎朱注：「子夏篤信聖人，曾子反求諸己。故二子之與曾子、子夏，雖非等倫，然論其氣象，則各有所似。……言孟施舍雖似曾子，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，所守尤得其要也。」（《孟子．公孫丑上》）
◎朱注：「曾子養其父，每食必有酒肉。……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，而不忍傷之也。」（《孟子．離婁上》）
◎引程子曰：「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，而孟子止曰可也，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？」（《孟子．離婁上》）
以內容而論，分量不及於顏淵，但對於曾子詮釋上的偏愛，並無不同，《論語．先進篇》「參也魯」一句，實非讚美之辭，但是朱熹說解卻是多所迴護，所謂「以魯得之」、「誠篤而已」、「才魯，故其學也確」，後文雖引楊氏之言「四者性之偏，語之使知自勵也」[footnoteRef:52]，但朱熹詮釋「魯」不僅採取正面表述，甚至認為是曾子得以超越其他弟子的勝出條件[footnoteRef:53]，「魯」之為誠，乃是衍繹性的說法，朱熹不採「藥病」說，詮釋之偏，顯然可見，原因應該也是在於形塑孔門中曾子的學術地位。不過不同於宋儒特意彰顯顏淵學行，建構顏淵與孔子以及與其他弟子的對應關係，朱熹更加留意曾子可以得孔子之傳的線索，「傳」之一字，成為詮釋的核心，因此屢屢言及「夫子知其真積力久，將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」[footnoteRef:54]、「惟曾子為能達此，孔子所以告之也」[footnoteRef:55]，孔子教誨弟子，原本就是期以有所得而告之，於弟子並無分別，但宋儒以「將有所得」、「能達此」來強化曾子得傳孔子學術的印象，曾子回答門人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一節，成為曾子傳孔子學術的證明。因此，有關曾子學術的闡述，自然也多所著力，曾子孝親，宋儒認為「身體猶不可虧也，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」，而「啟予足！啟予手」，曾子對於受之父母身體的看重，固然有其一生的堅持，但宋儒言其「非有得於道，能如是乎！」[footnoteRef:56]褒揚至極。至於「三省吾身」的工夫，朱熹更是言其乃「為學之本」，引謝氏曰：「專用心於內，故傳之無弊」[footnoteRef:57]，至於《孟子．公孫丑上》「曾子之守約」章更揭示曾子「反身循理，所守尤得其要也。孟子之不動心，其原蓋出於此」[footnoteRef:58]，儒學多門，但孔子傳道的內容，宋儒似乎有了新的線索，由曾子而及於孟子，已有工夫相承的觀察，相較於此，以往孔門四科的說法，朱熹引程子之言，認為「曾子傳道而不與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論也」[footnoteRef:59]，「四科十哲」出於《論語》所載，宋儒對此的揚棄，正可見對於曾子之重視。有趣的是所引謝氏之言「觀於子思、孟子可見矣。惜乎！其嘉言善行，不盡傳於世」[footnoteRef:60]，此一籲求，成為朱熹努力方向，《論語．述而篇》「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」章，朱熹引程子之言，以為是曾子之言[footnoteRef:61]；《論語．泰伯篇》「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朱熹引吳氏曰：「君子以下，當自為一章，乃曾子之言也。」[footnoteRef:62]於《論語》疑似之處，發掘曾子的「嘉言善行」，甚至以《禮記．大學》一篇，朱熹分為經一、傳十，所謂之經，是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，所謂之傳，是「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」[footnoteRef:63]，經、傳之分，乃是援取自漢以來的經學體例，其實並無太多依據，日後學者此移彼易，爭執不休[footnoteRef:64]，牽動明清學術風尚的改易[footnoteRef:65]，追根究柢，實出於朱熹分別經、傳的安排。[footnoteRef:66]推究原因，朱熹固然有意梳理《大學》的義理脈絡，但更重要的用意是賦予曾子傳道的地位，補足孔子以下失落的環節，曾子成為孔子道統傳於子思、孟子的關鍵。儒學有相傳的脈絡，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一系相承，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，朱熹稱之為「四子」[footnoteRef:67]，四書正是儒門「道統」傳續的證明[footnoteRef:68]。朱熹回應北宋儒者的思考，重構儒學之傳，顏淵與曾子兩分，完成孔門二系的建構，儒學從「篤實」而出，原本孔、顏之樂的追求，落實於孔子傳道的思索，朱熹彰顯曾子地位，聖人氣象遂有更為具體的內容，孔門弟子學行不僅提供朱熹思考儒學究竟的線索，更透露「道統」有傳的歷史情懷，其意義並非疏解大義，說明經旨而已，深切的義理思維，形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特殊的詮釋脈絡。 [5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先進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27。]  [53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先進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27。]  [54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二〈里仁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72。]  [55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二〈里仁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73。]  [56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四〈泰伯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03。]  [57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一〈學而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8。]  [58:  朱熹撰 《孟子集注》卷三〈公孫丑上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30。]  [59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先進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23。]  [6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一〈學而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8。]  [6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四〈述而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02。]  [6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四〈泰伯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03。]  [63:  朱熹撰 《大學章句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。]  [64:  事詳見李紀祥撰 《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》（臺北市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8年8月）附表「從朱子經傳之分表」、「反對朱子經傳之分表」，頁331-339。]  [65:  清代乾嘉學者標舉漢學，戴震以十歲之齡，就曾質疑朱子《大學》經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；傳「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」的說法，朱熹去孔子幾二千年，文獻無徵，朱熹從何得知。見洪榜〈戴先生行狀〉、王昶〈戴東原先生墓志銘〉所載，張岱年主編《戴震全書》（合肥市：黃山書社，1995年10月）第七冊「附錄」頁4及30。]  [66:  或許可以借用藝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明，誠如蘇珊．郎格（Susanne. K. Langer）云：「有意味的形式，即一種情感的描繪性表現，它反映著難以言表從而無法確認的感覺形式。」氏撰 劉大基等譯 《情感與形式》（臺北市：商鼎文化出版社，1991年10月），頁50。朱熹創發的形式架構，無疑正反映出一生追尋聖人，形塑「道統」架構的深切思考，理據與情感交雜，無法截然而分。]  [67:  按：「四子」之說，見於淳熙十三年（西元一一八六年）朱熹〈答楊子直二〉云：「且如今書『四子』之說，極荷見教。然此書之目，只是一時偶見，《大學》太薄，裝不成冊，難作標題。故如此寫，亦欲見得《四書》次第，免被後人移易顛倒。只如《大學》，據程先生說，乃是孔氏遺書，而謂其他莫如《論》、《孟》，則其尊之，固在《論語》之右，非熹之私說矣。」同注8，第五冊，卷四十五「書」〈答楊子直二〉，頁2011-2012。雖然楊方（字子直）有所不滿，朱熹自稱僅是「一時偶見」，但「四子」之說，呼應「道統」之傳的線索，與《大學》置於《論語》之前的觀點，似乎已經形成。]  [68:  朱熹於光宗紹熙元年（1190）改知漳州，刊行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四經，以及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四子，並撰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〉、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〉。同注8，第八冊，卷八十二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〉、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〉。頁4069-4073、4078-4079。] 

四、「道統」思維與四書的架構
北宋諸儒建構孔門之傳的思考，反映在朱熹「道統」思想，成為詮釋四書的關鍵，此於〈大學章句序〉申明其旨，云：
及周之衰，賢聖之君不作，學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風俗頹敗，時則有若孔子之聖，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，於是獨取先王之法，誦而傳之以詔後世。……而此篇者，則因小學之成功，以著大學之明法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，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，蓋莫不聞其說，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，於是作為傳義，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，則其書雖存，而知者鮮矣！[footnoteRef:69] [69:  朱熹撰 〈大學章句序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-2。] 

能夠接續孟子之傳，成為儒者無可逃避的歷史使命，朱熹以二程接續其傳，日後更上溯周敦頤的啟發，「道統」終能復現，北宋以來的儒學自覺，終於獲得歷史的定位，朱熹以獨得其祕的體會，完成此一學術建構，所謂「三千之徒，蓋莫不聞其說，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」，《大學》是曾子「作為傳義，以發其意」，再現曾子之學，對於孔學有傳，極具關鍵意義，《大學》為四書體系的義理核心，也就更為清楚明白，朱熹並且於〈中庸章句序〉申明其旨，云：
《中庸》何為而作也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，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。……若吾夫子，則雖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繼往聖、開來學，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然當是時，見而知之者，惟顏氏、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，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，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，更互演繹，作為此書，以詔後之學者。……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，為能推明是書，以承先聖之統，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。[footnoteRef:70] [70:  朱熹撰 〈中庸章句序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4-15。] 

朱熹「道統」理論自此建構完成，天理性命之所在，聖賢授受的線索，彼此綰合，儒學內容更為詳實細密，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傳道之序，已經確立，儒學架構也就落實於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當中，朱熹並且補入顏氏雖及見孔子之道，卻未能有傳的說法，彰顯曾子獨膺傳道重任，四書的成立，孔門遂有清楚的傳道系譜。朱熹於六十歲之齡，撰成兩篇序文，相距不過一月，卻是代表一生思索的心得，由於妙契千古以來聖賢相傳的線索，絕學再現，儒學重光，朱熹體會日深，更具自信，隔年於臨漳刊刻四經、四子，四經包括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《書》、《詩》以本文為經，置諸序於後，《易》用呂祖謙所定《周易經傳》，《春秋》以《左氏》經文，朱熹分別經傳，藉以呈現古經原本，用意無非是廓除漢人附會之言，恢復孔子所傳原貌。[footnoteRef:71]至於「四子」也者，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〉云： [71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，第八冊，卷八十二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〉，頁4069-4073。] 

然去聖既遠，講誦失傳，自其象數、名物、訓詁、凡例之間，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，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，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，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書，然後及乎六經，蓋其難易、遠近、大小之序，固如此而不可亂也。故今刻四古經，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。且考舊聞，為之音訓，以便觀者。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，附於其後，以見讀之之法，學者得以覽焉。[footnoteRef:72] [72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，第八冊，卷八十二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〉，頁4079。] 

朱熹恢復原本[footnoteRef:73]，一方面落實二程先四書而及六經的成學順序，另一方面則使學子擺脫自漢以下的分歧之見，直接上究聖人經典。自此一改漢儒尊師法、家法的經學傳統，開啟宋學直接聖人的學術主軸，從而確立新的經學「典範」，其意義之重大，無怪乎朱熹撰〈刊四經成告先聖文〉，慎重其事昭告先聖先賢，宣示一生學術心得。[footnoteRef:74]「四子」既是指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所列順序是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文中強調「難易、遠近、大小之序，固如此而不可亂也」，可見並非出於隨意，以往認為《論語》代表孔子，《大學》代表曾子，恐是出於誤解[footnoteRef:75]，《大學》是孔氏遺書，《論語》乃後學綴輯而成，由《大學》入《論語》，更符合孔子、曾子的傳授脈絡，朱熹《大學章句》引程氏之言云：「《大學》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」[footnoteRef:76]具有結構上的提示，朱熹甚至以「經」來落實此一概念，「經」不僅領「傳」，其實也是四書的綱領，《朱子語類》云： [73:  按：朱熹合併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並且附以音訓，可見並非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詳見束景南撰 〈四書集注編集與刊刻新考〉，氏撰《朱熹佚文輯考》，頁619-620。]  [74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，第八冊，卷八十六〈刊四經成告先聖文〉，頁4261。]  [75:  參見陳鐵凡撰〈四書章句集注考源〉言及四書第二種次第是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符合作者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的時代順序。錢穆等撰《論孟研究論集》，頁37。]  [76:  朱熹撰 《大學章句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3。] 

「人之為學，先讀《大學》，次讀《論語》。《大學》是箇大坯模。《大學》譬如買田契，《論語》如田畝闊狹去處，逐段子耕將去。」或曰：「亦在乎熟之而已。」曰：「然。」[footnoteRef:77] [77:  黎靖德編 《朱子語類》，卷十四「《大學》一」，頁250。] 

某《論語集注》已改，公讀令《大學》十分熟了，卻取去看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都是《大學》中肉菜，先後淺深，參差互見。若不把《大學》做箇匡殼子，卒亦未易看得。[footnoteRef:78] [78:  黎靖德編 《朱子語類》，卷十九「《論語》一」，頁428。] 

以《大學》為架構，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為「肉菜」，是可以耕植的田地，四書彼此承接，相互應證，從朱熹與弟子的言談中，印證此一見解。孔子形象出於弟子載錄的結果，因此分別高下，釐清線索，有關孔門弟子學行的討論，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課題，朱熹引據前賢，多所討論，甚至推求深刻，其理由也就極為清楚明白。《朱子語類》載弟子李儒用所錄：
孔門問答，曾子聞得底話，顏子未必與聞；顏子聞得底話，子貢未必與聞。今卻合在《論語》一書，後世學者豈不幸事！但患自家不去用心。[footnoteRef:79] [79:  黎靖德編 《朱子語類》，卷十九「《論語》一」，頁433。] 

弟子質性不同，與聞不同，既可見孔子恢宏廣大，無所不包的氣度，又可見弟子適性發展，所見不同的情況，朱熹於此之用心，自然是極具意義，也與以往詮釋《論語》方式有所不同，與何晏《論語集解》相較，可以發覺朱熹對於《論語》載錄來源，確實更有興趣，此亦是朱熹詮釋十分特殊之處，撮舉其要：
◎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一章，引胡氏曰：「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，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。」（〈里仁篇〉）
◎〈公冶長〉篇題朱注引胡氏曰：「凡二十七章。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。」（〈公冶長篇〉）
◎「子溫而厲」一章，朱注引程子曰：「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，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。」（〈述而篇〉）
◎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」一章，引吳氏曰：「君子以下，當自為一章，乃曾子之言也。」（〈泰伯篇〉）
◎「子絕四」一章，引楊氏曰：「非知足以知聖人，詳視而默識之，不足以記此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「大宰問於子貢」一章，引吳氏曰：「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，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。其意相近，故并記之。」（〈子罕篇〉）
◎〈鄉黨〉篇題引楊氏曰：「聖人之所謂道者，不離乎日用之間也。故夫子之平日，一動一靜，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。」（〈鄉黨篇〉）
◎〈先進〉篇題引氏曰：「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，而其一直稱閔子，疑閔氏門人所記也。」（〈先進篇〉）
◎〈憲問〉篇題引胡氏曰：「此篇疑原憲所記。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「子路問成人」一章，引胡氏曰：「今之成人以下，乃子路之言。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，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。未詳是否？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一章，朱注：「曾子蓋嘗稱之，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。」（〈憲問篇〉）
◎「君子尚勇乎」一章，引胡氏曰：「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。」（〈陽貨篇〉）
◎「周公謂魯公曰」一章，引胡氏曰：「此伯禽受封之國，周公訓戒之辭。……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？」（〈微子篇〉）
◎〈子張〉篇題朱注：「此篇皆記弟子之言，而子夏為多，子貢次之。蓋孔門自顏子以下，穎悟莫若子貢；自曾子以下，篤實無若子夏。故特記之詳焉。」（〈子張篇〉）
◎《大學》經後朱注：「右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」（《大學》）
朱熹有意分判孔子弟子的學術高下，對於四書經文語境，以及纂輯的情形，也就更加留意，不僅標示出處，如出於「子貢之徒」、或是「曾子之言」、「子路之言」、「原憲所記」等，甚至言其情境，如「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」[footnoteRef:80]、「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。其意相近，故并記之」[footnoteRef:81]等，諸多說法，徵引所及，朱熹對於經文有更多的推測，脈絡甚至及於門人與再傳弟子的關係，所謂「曾子門人」、「閔氏門人」等，於是儒學之傳，從孔子而及於門人，更從門人而及於再傳弟子，也就有諸多的思考，而孔子與弟子之間，相期於道的情形，也就有更多的著墨。所以朱熹屢屢言及「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」[footnoteRef:82]、「非知足以知聖人，詳視而默識之，不足以記此」[footnoteRef:83]、「故夫子之平日，一動一靜，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」[footnoteRef:84]，弟子對於孔子氣象的揣摩與觀察，孔子對門人德業的提攜與指導，成為詮釋的重點，《論語．顏淵篇》「樊遲問仁」一章，朱熹引尹氏曰： [8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九〈陽貨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82。]  [81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子罕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0。]  [82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四〈述而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02。]  [83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子罕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0。]  [84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鄉黨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6。] 

學者之問也，不獨欲聞其說，又必欲知其方；不獨欲知其方，又必欲為其事。如樊遲之問仁知也，夫子告之盡矣。樊遲未達，故又問焉，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。及退而問諸子夏，然後有以知之。使其未喻，則必將復問矣。既問於師，又辨諸友，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。[footnoteRef:85] [85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六〈顏淵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39-140。] 

朱熹反覆研討，務求真確，呈現孔門篤實為學的情境，勤奮好學與同門的情誼，據此可見，更重要是師友之間對於道的真切渴求，印證朱熹〈大學章句序〉「三千之徒，蓋莫不聞其說」的說法，《論語》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而已，更是檢視孔子與門人為學規模的依據，關乎孔子門人以及再傳弟子對於儒學的繼承與發展，意義至為清楚，所以朱熹〈論語序說〉引程子之言，云：「《論語》之書，成於有子、曾子之門人，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。」[footnoteRef:86]深有定位作用，並非隨意引列，了解於此，四書當中，朱熹撰有〈大學章句序〉、〈中庸章句序〉，一抒學術宗旨，而《論語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僅有抄撮諸家說法的〈序說〉，輕重有別，意義也就不難推知，甚至對於《論孟精義》卷首列有「孔孟氣象」，提供後人風慕效法的對象，《論語集注》中卻刪去此段，朱熹思考的改變，云： [86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．序說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43。] 

或問：「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，子既著之《精義》之首，而不列於《集注》之端，何也？」曰：聖賢氣象高且遠矣，非造道之深，知德之至，鄰於其域者，不能識而辨之，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。鄉吾著之書首，所以尊聖賢，今不列於篇端，所以嚴科級，亦各有當爾。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，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，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，盡此二書，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。[footnoteRef:87] [87:  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 《朱子文集》，第八冊，卷七十四「雜著」〈讀書之要〉，頁3726。] 

揣摩「聖人氣象」本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課題，朱熹錄於《論孟精義》，卻於《論語集注》略去，改列程氏讀書之法，所謂「嚴科級」，當可了解朱熹對於《論語》的看法，已有不同，《論語》既非上究聖人唯一門徑，聖人氣象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以及了解的方向，《論語》代表的是孔門弟子輯錄的成果，而非孔子的直接之作，在「道統」之傳的位置，自然讓位於《大學》。朱熹認為《大學》是孔氏遺書，《論語》乃後學綴輯而成，由《大學》而入《論語》，更符合孔子、曾子的傳授脈絡，《大學》分量雖少，卻是孔子遺教；《論語》分量雖多，卻是雜出於門人弟子眾人之手，輕重之間，清楚明白。所以唯有確定經典屬性，釐清研讀方法，方能上究於聖人，反映在注解上，必須更加留意孔門弟子高下的評斷，以及孔子以下儒學傳授樣貌的觀察，強調「嚴科級」的思考，用意所在，似乎也有了答案。
五、結論
朱熹推究孔門弟子高下，考察孔門儒學之傳，從道統思維重新檢視《論語》，確立《大學》地位，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彼此銜接，聖聖之間，「道統」相傳，形就四書義理體系，儒學有了新的思考方向。此一轉折，若非深究，常有誤解，明豐坊（1492-？）偽《石經大學》於「正修章」添入「顏淵問仁」二十二字，嘗試補充朱熹建構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道統之傳中失落的環節[footnoteRef:88]，殊不知朱熹於《論語集注》中對於顏淵學行的著力與強調，早已形塑孔門之中顏淵的學術地位，只是顏淵早亡，「道統」之傳，有待曾子繼承。至於弟子之間，質性不同，高下有別，同聞於道，差異之間，可見孔子宏闊境界，以及「因材施教」的指引，以《論語．公冶長篇》「盍各言爾志」一章，朱注引程子云： [88:  豐坊於偽《石經大學》「正修章」補入「顏淵問仁？子曰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」二十二字，乃是以《大學》屬於曾子，而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道統之傳，卻未見顏淵之學，於是造偽添入「顏淵問仁」一段，使孔門傳道情形更為合理，見李紀祥撰 《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》，頁167。] 

程子曰：「夫子安仁，顏淵不違仁，子路求仁。」又曰：「子路、顏淵、孔子之志，皆與物共者也，但有小大之差爾。」又曰：「子路勇於義者，觀其志，豈可以勢利拘之哉？亞於浴沂者也。顏子不自私己，故無伐善；知同於人，故無施勞。其志可謂大矣，然未免出於有意也。至於夫子，則如天地之化工，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，此聖人之所為也。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，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，聖人之化，亦猶是也。先觀二子之言，後觀聖人之言，分明天地氣象。凡看《論語》，非但欲理會文字，須要識得聖賢氣象。」[footnoteRef:89] [89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公冶長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82-83。] 

弟子各有特質，孔子適性而發，如天地長養萬物，各得其所，所以才有如天地化工的形容，聖道廣大，難以言說，如何從孔子日用之間，見其偉大，本是義理詮釋的困難所在，所謂《論語．子罕篇》言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深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的境界[footnoteRef:90]，究竟如何言詮，怎樣形容，宋儒從弟子門人而見孔門之傳，由孔子門人而見儒學內涵，角度似乎已從文字之中，更深入於傳道情境，期以掌握聖賢之間，以道相尚的學術情懷，細微之間的轉變，關乎儒學「道統」的線索。自此，究析文外之旨，揣摩其中高下，宋儒有更大的詮釋空間，至於「藥病」之說，則是共期於道，執之稍偏所衍生的結果，其緣由並非「貶抑聖門」，反而是對於聖人傳道的留意與著力，本文藉由分析朱熹徵引論列孔門弟子情形，提供以往疏忽的觀察，歸納其中結論如下： [90:  朱熹撰 《論語集注》卷五〈子罕篇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11。] 

一、朱熹建構四書義理內涵，從《論孟精義》至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漫長的纂輯過程，完成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義理體系，不僅是範圍的擴大，更關乎儒學之傳的思索。
二、聖人氣象，孔、顏樂處，原是北宋儒者思索的重要課題，更是「道學」成立的重要關鍵，朱熹徵引前賢之見，從中及於孔門弟子高下之分析，以及儒學脈絡的釐清，《論語》遂有不同以往的詮釋角度。
三、朱熹以孔門弟子「穎悟」與「篤實」兩分，取代以往「四科十哲」的分類概念，顏淵與曾子代表孔門正宗，而曾子更關乎「道統」之傳，自此孔子門人層次井然，儒學傳續，遂有清楚的線索。
四、為求凸顯聖人形象，表彰顏淵、曾子之學，朱熹更留意孔子弟子質性不同，以及孔子「因材施教」的內容，孔門弟子以道相尚，篤實為學，讓人風慕嚮往。只是「藥病」之說，詮釋一偏，過於強調弟子缺失，形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十分特殊的現象。
五、《論語》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材料，更是作為檢視孔子與門人為學宏規的依據，從原本代表孔子的經典，進而深掘孔子門人以及再傳弟子對於儒學的繼承線索，朱熹對於資料來源的思考，也就更加留意，此亦是朱熹詮釋頗為特殊之處。
六、四書之中，《大學》為「孔氏之遺書」，朱熹別立「經」、「傳」，以「經」領「傳」，體例十分特殊，前人或疑其偽誤，或是言其具有條理，意見兩極，莫衷一是，殊不知朱熹有意彰顯儒學有傳線索，強化《大學》綱領地位，四書深具進程，體系儼然。
推究聖道內容，揣摩聖人形象，乃是經學詮釋的核心，朱熹關注所及，鋪排孔門弟子傳道線索，範圍更廣，義理更深，此一轉變，深具儒學發展意義。筆者分析朱熹有關孔子門人的討論，誠乃前人較少注意之處，卻又深有朱熹的特殊思考，列舉分析，撮舉其要，不敢自是，尚祈博雅諸儒不吝指正。

附記：本篇原作〈朱熹論孔門弟子──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〉，發表於《文與哲》第八期（2006年6月），頁279-310。乃是九十四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，計畫編號：NSC 94-2411-H-004-04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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